
第三章

中国模式及其前景

姚　洋

过去３０年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９７％①，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曾以７％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 ２５年的 １３个经济体

之一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８）。２００８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３４００美元，是３０年前的 １２倍②。３０年间，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 “混

合型”的经济体系，私营部门占全国 ＧＤＰ的 ２／３。中国为什么能获得如此

令人惊叹的成功？

对此，有种解释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威权政府———这种看法

在金融危机后尤为盛行。相较于民主政府，威权政府更有能力大规模地调动

资源，突破阻碍增长和制度变迁的瓶颈。的确，这一问题在对比 “北京共

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和 “华盛顿共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框架

下多有讨论———前者指威权主义模式和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而后者强调新

自由主义及市场信条。譬如，布鲁斯·迪克森 （ＢｒｕｃｅＤｉｃｋｓｏｎ）对两个模式

之间的差异曾有清晰评述。他著有 《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

的私营部门》（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ｏ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ｓｅｍｂｒａ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和 《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共产党、私营企业家及政治变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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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删节版本曾发表于 《外交杂志》网站，题目为 “北京共识的终结” （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６５９４７／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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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Ｒ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等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迪克森认为，

华盛顿共识 “坚持政府干预无益于经济增长，而经济自由的蓬勃发展，则

需政治自由及相关的民主滋养。这一新自由主义模型在过去 ２０年为国际援

助和贷款项目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之相反，

“北京共识”认为，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致力于增长的政治精英的

积极领导，而威权统治对于维持推进增长的政策、限制提升公平和社会

福利的要求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北京共识好比华盛顿共识的镜面，迄

今为止亦有违经济发展必然导向政治变革的逻辑。（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０：１）

然而，这一刻画并未捕捉到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原意，也未通过事

实的检验。

在约拿·拉莫 （ＪｏｓｈｕａＲａｍｏ）最初的表述 （２００４）中，北京共识由三

部分组成———任一部分都与威权主义无关：（１）技术进步；（２）平等、可

持续的发展；以及 （３）独立自主。① 中国自身的历史也与纯粹的威权主义

和政府对于日常经济的大力干预等命题相去甚远。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

比现在更专制，干预经济的力度也更大，但纵观整个时期，人们看到的更多

是失败乃至灾难，而并非成功。威权政府或许比民主政府反应更快，而倘若

政策失误，这一优势亦可酿成大祸。

自打约翰·威廉姆森 （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于 １９８９年提出华盛顿共识，

其含义便时常被曲解。在经济转型方面，一个误解便是认为华盛顿共识鼓吹

快速转型，因此与提倡渐进式改革的北京共识大相径庭。首先，威廉姆森

（１９９０）并未提到转型速度，尽管他确有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乃市场机制。

其次，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扎根于其近代历史。

诚然，中国在很多方面具有独特性。领导集团尤为务实，因而能在不断

变化的复杂环境中取得成功。渐进式的改革道路避免了制度和结构混乱，而

这些在其他转型经济中时有发生。同样，尽管经济结构缺乏标准市场经济的

主要特征，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间其适应能力颇高。类似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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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莫对于 “北京共识”的定义本身值得讨论。尽管我们可用独立自主来形容中国的外交，

但其经济增长并不能称得上是 “平等”或 “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也并非增长的原动

力。



子数不胜数。然而，仔细审视中国的改革进程，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特点究

竟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只是向传统市场经济转型的必要过

渡？中国的领导集团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正因它力图避免快速转型可能带来

的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 ３０年间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譬如

各种社会运作的大型实验 （包括农业的快速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

性的 “文化大革命”。这些前车之鉴，让中共认识到快速转型到成熟的市场

经济风险巨大，不宜鲁莽。与此同时，诸多不寻常的结构形态，也可视作在

转型过程中，对于不寻常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回应。例如，有人称赞乡镇企业

（ＴＶＥｓ）的政府所有制是对传统私有制的挑战，但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缘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政府对于私营企业暧昧甚至矛盾的态度。当 １０年后私营企

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迅速销声匿迹 （参见 Ｇａｒｎａｕｔ等，２００５）。

华盛顿共识的例证

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模式。相反，它紧随新古典

经济学的指导。实际上，倘若我们列一张中国进行过的改革清单，再与华盛

顿共识的建议———本质上概括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建议———进行对比，我

们会发现两者惊人地相似。在威廉姆森 （１９９０）最初的表述中，华盛顿共

识提出了以下１０点政策建议：

１加强财政纪律，避免通货膨胀税

２把政府支出的重点从改善收入分配转向经济回报高的领域，如基础

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

３改革税收，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

４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标

５采用具有竞争性的统一汇率制度，促进非传统出口的快速增长

６尽快以关税取代定额贸易壁垒

７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进入自由化

８国有企业私有化

９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自由竞争的障碍

１０保护产权

过去３０年间，中国准确无误地做到了大部分上述建议。

财政纪律方面，中国政府一直小心谨慎，维持收支大致平衡。通胀速率

大部分时间内都保持在个位数。支出方面，纯粹再分配的计划被限制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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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限于基础建设支出。２００３年以前，政府预算内的

“社会支出”一直呈下降趋势。近年来该比例有所上升，但其水平仍较低。

税收方面，总体税收负担 （税收收入与 ＧＤＰ相除之比）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１％直落至１９９３年的 １２％，其主要原因在于 ８０年代的财政分权 （Ｒａｍｏ，

２００４）。１９９４年的财政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政府税收增加

到 ＧＤＰ的约２４％。不过，税收的快速增长令政府和百姓开始担忧。公司所

得税率从３３％降到２５％，而个人所得税的准予扣减数上升过好几次。就连

增值税也开始降低，以鼓励投资。

国际层面，中国坚定不移地朝着贸易自由化和 ＦＤＩ准入的目标迈进，尽

管开放的步伐有所控制。经济特区打开了面向外界的一扇窗。８０年代中期，

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经济完全接轨。从那以后，贸易依存度———进出

口与 ＧＤＰ之比———维持在６０％左右，在大型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

国内方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奏响了改革的两道

主旋律。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私有化进程已走过 １５年，国有企业大部分已转

为私营或成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仍为政府所有，尽管它们大多颇具实力。

价格管制的松动甚至先于私有化。９０年代末，政府的改革已允许个体企业

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些特定市场。

尽管诸多领域的产权保护仍很薄弱 （尤其知识产权），但过去 ３０年亦

有长足进步。通过几次宪法修正，以及制定 《物权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

已建立起一定的法律框架———虽然该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整体情况不见完

善，但改革方向十分明确，在朝着更好、更强的保护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威廉姆森所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和所谓的 “新自

由主义信条”有所不同，后者仍需补充资本账户自由化、浮动汇率制度以

及任由市场运作无情地发挥威力———中国对于关键的最后这点明确抵制。另

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频频推荐的其他政策———其中最显

著的便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

在金融自由化上，中国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利率仍受政府管

制。产业方面的管制虽有大规模放松，但国家仍掌控着所谓 “战略产业”，

譬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认为控制利率对于掌控金融部门而言至关重

要。这种控制的做法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即使过去人们觉得它是正当的。

之后我们会再讨论这一点。

中国长达３０年的经济改革目标明确———建立一个健康运作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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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没有引入市场，很难想象中国经济能够达到每年增长 １０％。有些人或

许认同市场的重要性，但同时坚持威权政府是使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拉丁美洲独裁政权的失败便否定了这一命题，尤其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统治

下的智利，便是军政府和自由市场的结合。至少，该命题混淆了威权政府和

监管型政府。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政府算得上是监管型政府，但它们并非威权

政府，亦不直接干预经济。下述分析旨在说明，威权政府并非市场经济能在

中国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中 性 政 府

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仍需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什么采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

我认为答案是：中国政府一直是一个 “中性”政府。此处 “中性”一

词取审美学中的三层含义之一①：即人们以 “抽离的”或 “没有偏见的”

态度评判客观事物。因此，中性政府意指当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之间出现

利益冲突时，这个政府保持中立的姿态。也就是说，该政府不长期代表社会

中的任一社会或政治团体，亦不受其控制。这并非意味着中性政府一心为

公；恰恰相反，它不但可以心存私利，并且经常掠夺公民。关键在于这种掠

夺是 “不问身份的”，即总体上不在乎选择哪些社会、政治团体作为它的猎

物。结果便是，相较于其他代表某些社会或政治团体利益的政府，中性政府

更有可能推行发展经济的政策。

要想理解这一看法，我们不妨考虑有偏好的政府，它们采取明显有利于

某些特定团体的政策，遂造成生产力和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这是因为

其他未受到同样优待的团体也许生产力更高。相反，中性政府可以做到独立

自主，它不受社会或政治约束，因此更有可能按部门或团体的生产力高低来

配置公共资源。从这点来看，中性政府更精于促进经济发展。它之所以这么做，

具体有两个原因。首先，更快的经济发展给政府成员带来切实好处 （如奖赏）；

其次，更快的经济发展使百姓满意，便也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上述逻辑的一个推论便是，中性政府采取的政策往往是选择性的，有可

能扩大社会中的收入差距。不过，除非不平等的程度严重威胁到其统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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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Ｒｉｎｄ（２００２），其他两层含义指当人们考量客观存在时，觉得 “不感兴趣”或 “不涉及

私利”。



性政府并没有激励去主动修正。

过去３０年来，中国政府的行为表示它一直保持中性。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末建立的 “增长共识”便是最早的例子。这一共识源自中国共产党对于斯

大林式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继续这一道路不但会阻碍中国的崛起，更会危

及党的合法性。共产党所要做的是，将经济发展摆到一切政府和社会努力的

中心。

回顾历史，便可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有选择性的政策，来促进改革

和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这些政策不但造就了赢家，亦留下了输家。中国

如何融入世界就是一个好例子。７０年代末，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霸权，试图

把中国拉入其阵营。中国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早期的 “对外开放”

政策在国内引起不满。一些经济特区享有充裕的特惠待遇，引起其他地区的

嫉妒。此外，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求北京采取非平衡的发展策略，

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却忽视了内地。如今，中国几乎 ９０％的出口

依旧来自沿海九省。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步棋。在

入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业及零售

业等诸多领域将经历痛苦的结构调整。虽然如此，中央政府实际上还是加快

了和 ＷＴＯ成员 （尤其是美国）的谈判。尽管加入 ＷＴＯ带来了一定的沉重

负担，但 “入世”仍旧推动了中国出口。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中国出口每年增

长２８９％，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平均增长仅为１４５％①。

国有企业私有化亦是一个好例子，说明改革措施不一定给社会中的所有

群体带来好处。９０年代中国经历了转型巨变，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多

样化的社会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挑战。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私有化进程达

到了顶峰，大约５０００万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这一局面使政府进退两难：倘

若继续私有化，有可能失去它的主要权力基础———工人阶层的支持；另一方

面，中止私有化则意味着放弃市场经济转型这一更长远的目标。竭尽全力，

一边悄悄地推进私有化，一边尽其所能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小心谨慎地

完成了这一艰难的过渡。

对于政府政策的选择性，或许争议最大的例子便是城乡差距。中国的城

乡人均收入之比是３５∶１，其差距之大为世界之首。众多解释之中，有些与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制度障碍有关。但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一巨大差距并

不会令政府感到烦恼，因为城市的生产力与工资确实比农村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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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源配置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生产力之间出现错配，中国政府亦愿意

主动修正。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间的价格双轨制便为例证。在此体系下，国有企

业能够在完成计划配额后，利用新兴市场销售产品、购买原料。虽然双轨制

为国有企业的决策注入了经济激励，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日渐悬殊，亦为寻

租提供了广阔空间。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控制重要原料价格的政府官员携手将

配额出售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便可轻易致富。然而，双轨制亦有好的一

面———它无意之中造就了一些仅能获益于市场的新元素。在这点上，乡镇企

业和私营企业获益尤多。它们无权使用银行信贷、重要原料等计划资源，因

而必须依靠市场来存活。尽管环境恶劣，９０年代初，它们依然成为中国经

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９０年代初期，乡镇企业为工业增长贡献了

４０％，亦占出口的 ４０％ （Ｌｉｎ和 Ｙａｏ，２００１）。这些新情况迫使政府中止价

格双轨制，于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可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

有关移民打工者的政策也说明了政府修正错配的意愿。直到最近，劳动

力的自由流动一直因户籍制度带来的重重障碍所限制，这种制度现今仍存

在。９０年代，打工者往往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被剥夺自由流动、安全的

工作条件、医疗保健，甚至公平的工资等基本权利。到了 ９０年代末，中国

成了 “世界工厂”，打工者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愈发清晰起来。由于打工

者的权利受到压制，他们的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远小于他们对经济的贡

献，而城市居民似乎因此享受到更多本不应得的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在

基层激起了广泛的权利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请愿。政府对于潜在的社会不

安非常关注。随着时间推移，对于打工者的歧视性政策逐渐取消。

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在改革时期保持 “中性”？中国共产党对于合

法性的追求乃一大原因。尽管手握绝对权力，共产党一直无法忽视广大人民

的愿望。此外，９０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威慑，使

得政府在制定地区政策时更为谨慎。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事件的关注也非常

重要。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全球性强权，却必须开始担心自己在

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

在充斥着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譬如许多被威权政府统治的社会———

与其中最强的团体结成联盟，是政府生存下去的最大机会，因为这些团体能

够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来镇压其他不受优待的团体的反抗。然而，这种偏

倚的政策最终会引起经济发展的停滞，并削弱政权合法性。相反，在一个较

为平等的社会里，政府与任一特定团体结盟都是危险的，因为其他团体可以

联合起来反抗政府———有时甚至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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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２０世纪的一系列革命，中国在社会层面较为平等。１９１１年，辛亥

革命推翻了封建中国的满族统治，建立了共和国。１９４９年的共产主义革命

进一步拉平了中国社会。土地改革有效地消除了地主阶级，均等分配土地。

原本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大型商业也被收为国有。５０年代初，大陆和台湾在

社会结构和治理政策方面惊人地相似，尽管两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截然相反。

两者都建立了国有企业，获取农业剩余，希望能够加快工业化进程。实际上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相较于大陆，台湾工业部门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得到

的剩余要更多。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间，台湾资本形成的 ２７％均来自以价格剪刀

差为载体的农业资本净流出①。同一时期，大陆用比市场更高的价格购买农

产品 （武力，２００１）。直到 １９５６年，大陆开始消除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

的私营交易，两岸才逐渐拉开了距离。从 １９５６～１９７８年，大陆绕了一个大

弯，其间的改革相当于将国家拉回到５０年代初便已制定的道路上。

政治学家郑又平 （１９９７）发现，在东亚，平等的社会与中立于社会的

政府之间存在联系。一方面，在日本帝国 “大东亚共荣圈”的设计里，中

国台湾与韩国被划定为农产品的供应地，城市实业家被压制。另一方面，地

主阶级也被有意地压制，因为日本人害怕这一阶级强大起来后会引发民族主

义情绪，不利其殖民统治。郑又平 （１９９７：３３１）写道： “这种断裂产生了

很强的拉平效应，使两地的收入水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平均。这种效应为

出现一个有效的干预型政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的政府能够比较自由地

促成一个它认为合适的发展型社会联盟。”

展 望 未 来

不出意料，以效率为先的选择性政策已经在中国导致了巨大的收入不平

衡。总体基尼系数达到０４７（程永宏，２００７），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更糟的

是，各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增长，不断侵犯民众的权利。蛮横的土地征收只

不过冰山一角。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抗议。那么，政府

是如何将选择性政策的弊端降到最低的？

首先，政府努力做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

意思的是，无论谁来调查民意，中国政府的支持率一直高于 ７０％②。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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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通过 Ｌｅｅ（１９７１：表３，第２９页）的估计计算而得。

请参考 ＩＳＳＳ（２００９）的最新独立调查。



为大部分中国人民快速步入中产阶级，当前体制对他们有利。在中国，中产

阶级追求的并非变革，而是稳定———至少目前如此。

其次，政府通过一些特定项目，快速、有效地解决群众不满的早期预

兆。这其中包括为２０００万低收入城市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下岗职工

提供再就业中心，缩小区域不平等的若干项目 （譬如西部大开发计划），以

及旨在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医疗保障和教育的 “新农村运动”。

再次，政府逐渐重视人民提出的要求。针对打工者的政策变迁便是例证

之一。其他例子还有颁布 《物权法》，提高因城市和工业扩张征地的补偿标

准，以及有限公开政府的财政预算。

最后，选择性的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自我修正的效应。中性政府无法一

直偏袒某些特定团体，因此长期来看，政策的优待基本平均分布———至少在

制度障碍较弱的领域。举例来说，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其实并不太

高———均在０３５～０３７———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相当 （程永宏，２００７）。

然而，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 “镇痛药”———想要用它们来打破制度障

碍，修正市场缺陷，避免激发新的威胁，怕是勉为其难了。虽然私营企业一

直都承认，和官府合作才能赚大钱，但并不是只有他们才做此想。政府本身

及其裙带网络和国有企业快速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

这一局面近期甚至有所恶化。最近的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

最显著的是目前的 ４万亿人民币 （合５８６０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

投资的帮助下，２００９年中国的 ＧＤＰ增长率达到将近 ９％，赢得掌声一片。

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

息。

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使得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ＧＤＰ

的５２％由储蓄构成，消费降到历史新低。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政府在资本

性投资上的支出不超过政府收入的８％，在中国此数字却高达近５０％。作为

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感到变穷

了。中国人开始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政府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

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开始失灵①。

这一切都说明为了制衡强大的、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某种形式的明确

政治转型是必要的，这样政府才有可能应对各方面的目标，甚至巩固共产党

的统治地位。有一种公民社会运动正悄无声息地稳定发展，敦促政府更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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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权利，那便是互联网。网络不但充当关切人士分享信息的平台，而且

能够帮助他们协调公开抗议，纠正政府犯下的过失。

尽管在民主国家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普遍，时常造成损

害，但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制衡各个利益集团权力最有

效的方法。事实上，中性政府所要做的，正是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如

果适当的民主制度就位，牵制大多数的强势集团，一个民主的政府依然可以

保持中立。

致　　谢

我感 谢 ＤａｎｉｅｌＢｒｏｍ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ＡｓｈｏｋＧｕｒｕｎｇ，黄 育 川，

ＳａｎｊａｙＲｕｐａｒｅｌｉａ和查建英的有益意见与建议。

（罗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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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